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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 

朱寿桐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分别拥有过不同的中心点，而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点的历史地位是

十分稳固的，因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都不应该忽略上海的地缘因素。上海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和地位，决定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气息、风貌和特质。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基本意义，在于它体现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生态，

代表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向，反映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基质，这些特定的因素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新文学呈现出了它所特有的自然质地、基础形态和发展模式。 

关键词  上海 中国现代文学 中心 

作者  朱寿桐，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 

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一直处在歧异的把握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事实上放弃了对其中心因素的考察有

关。如果能够习惯于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时空交汇的意义上确认其中心并加以框架性的阐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内涵的理

解乃至对其外延的界定就可能会通向便易、畅达。 

可以而且应该从多种角度多个维度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因素。以其价值内核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内容在于铸成并发

展中国的新文学传统。在以新文学传统之形成与发展的主体框架中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时空中心点，则不难确定其时间中心应

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其空间中心乃是在上海。 

一、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确认 

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曾拥有过不同的中心地点。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它的中心一度在北京，可不

久便随着“五四”新文化潮汛的汐落迁移到上海；至抗日战争爆发，大批文化人撤出上海，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才辗转挪移到

武汉、重庆等后方城市；抗战结束后文化人的迅速复归又使得上海重新回复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地位。在此纷乱变迁的夹缝

之中，另一色调的中国现代文学围绕着赤都延安形成了另一个中心。其中，各个中心地点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时期所占的

时间比并不均衡，试以一般理解上的中国现代文学时期（1917-1949）来作简单分析，它们占据的时段分别为： 

 

以上的统计当然是相当粗略的，不过它能为析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真正的中心城市提供时间比例上的帮助与佐证。毫无疑问，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点的历史地位是十分稳固的，拥有时段总长约为 20 年，正好占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 60%；而

在人们印象中似乎更应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点的北京却只拥有 12 肠的“中心时段”，上海作为中心支撑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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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 5倍。 

或许在人们的直感上，北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分量要比上述时间比所揭示的重得多，其原因可能在于：文学史家似

乎从来没有认真检视过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南移的起点与标志及其相关的意义。 

“五四”新文化高潮过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所谓“文学中心南移”至上海的运作。这样的运作可以明确地认定自

1921 年年初开始，其标志当为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及当时新文学最重要的阵地《小说月报》的改版。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影响

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虽然成立于北京，并且在《文学研究会简章》中明确了“会址设于北京”
①
，但它的巨大历史影响

却形成于上海，并通过上海投射到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文坛。本来，《文学研究会简章》中表述过“刊行会报”的设想，但这一

设想同“设立通信图书馆”的计划一样未能得到具体实施，文学研究会在其会址的北京因而并未出版属于它的机关刊物。另一

方面，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等原本不大满意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未能爽快地答允他们另外“出版一个文学杂志”，只是将《小说月报》

改组邀请他们加人的做法，可由于别无良策，加之沈雁冰的从中斡旋，他们还是“议决洲以他（指《小说月报》—引者）为文

学杂志的代用者，暂时不再出版文学杂志”。
②
从而在实际操作上将《小说月报》当成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改组后的《小说月报》

在相当的意义上也积极充任了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的角色，不仅在文章编排上充分体现了后者“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

创造新文学”的宗旨，而且在最初两期分别刊载了《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研究会读书会简章》、《文学

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等文件，“稿件大部分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所撰译，因而外间遂称《小说月报》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

机关刊物
③
。差不多与此同时，《文学旬刊》作为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出版，此刊明确称为“文学研究会会刊”。从地域角度来

看，《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的这种架势几乎使得文学研究会变成了上海的文学机构：其主要作家虽寄居于北京，但他们的

主要声腔却敞亮在上海。 

《小说月报》不仅将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实绩和理论批评成果接引到上海，而且还将包括“‘五四’以来的老一代著名作

家”在内的“全国的作家和翻译家”。
④
都调动起来，在确立了当时新文学创作中心地位的同时，也与其他卓有影响的文学杂志

如《创造季刊》等一起，确立了上海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 

《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刊物从新文学界面的渐渐隐退，犹如水落石出一样托显出了《小说月报》的中心地位，它以

“彻底的改革”风貌清晰地昭示着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南移上海的历史面貌。稍后，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借助上海刮起了一阵又一

阵暴烈的旋风，浅草社、弥洒社和狂抓社等富有个性的文学社团更在这里推波助澜，新月社、现代评论社等文学、文化团体的

主力及相应出版机构也逐渐归拢到上海，太阳社等革命文学团体都选择在这里安营扎寨。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运

作过程，自发地完成了其中心向上海迁移的过程。 

中国现代文学地缘因素研究及其意识的相对薄弱，造成了文学史认知上的种种弊端。有些人习惯于完全忽略有关现代文学

和文化中现象发生的地理概念，一套题为《“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的专门工具书，即使在《新青年》这样的大条目下也绝口不

提该杂志地缘因素的复杂性。更多的人对北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点带有普遍夸大的印象，甚至可能对本文将《小说月报》

改革事件当作上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开始抱有深深的怀疑。其实，本文的如此认定还留有相当的余地。一个久已为人们

所忽略的事实是，尽管领衔倡导新文化并鼓吹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核心人物一度集中在北京，可《新宵年》杂志一直在上海

出版，1920 年，《新青年》编辑核心复又南迁到上海，在此与先后创刊于上海的《觉悟》、《学灯》、《民铎》、《诗》、《创造》、《浅

草》、《弥洒》、《读书杂志》、《南国》、《狂奴》等报纸副刊和杂志争奇斗艳，有力地壮大了上海现代文化的声威。此时的上海与

只拥有《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和《现代评论》（20 年代后期也迁移到上海）等少数几个著名现代文化和文学阵地的北京相比

较，其中心地位应可谓不言而喻。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后，一直到抗战爆发，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历史地位从未受到过怀疑。

                                                        
①《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1 号。 
②《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2 号。 
③《茅盾回忆录·革新（月报）的前后》，孙中田等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3 页. 
④茅盾：《小说月报·序》，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版《小说月报》第 1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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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上海恢复其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位的运作也非常引人注目，历史地看效果也特别明显。首先，饱受战乱颠沛之苦

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从陪都重庆“复员”，大多选择了上海，全国性的作家组织如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外文艺联络站等也落户于

上海，并在上海分别创刊了《中国作家》、《文联》等杂志，试图通过上海实施对全国文学界的组织与引导。其次，由于局势的

变化，原先出刊于武汉、重庆、桂林等地的战时文学刊物纷纷停刊，嗣后有一部分又在各地复刊，其中在上海复刊的影响最大，

如胡风主编的《希望》（1945 年创刊于重庆，1946 年复刊于上海），凤子等人主办的《人世间》（1942 年创刊于桂林，1947 年复

刊于上海）等。再次，抗战结束而内战未起的 1946 年，中国现代文学界纷纷创办新的文学刊物，而新创刊的这些刊物大部分产

生于上海，影响最大的杂志更是活跃在上海。1946 年 1 月文学刊物创刊的密度尤其大，比较著名的几乎全在上海，计有茅盾、

以群主编的《文联》，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魏金枝等主编的《文坛》，吴天主编的《文章》等。这些卓有影响的

刊物有力地支撑起了战火狼烟中的中国文学，同时也凸显出了上海此一时段之于全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 

总之，从支持的时间长度看，上海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中心地点；如果再从中国现代作家活动的密度、文学运作

的影响、文学作品和杂志出版的数量，以及在相当时段内对全国文坛的辐射力等方面细加分析，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首要中

心地点的历史地位将更趋于稳固。
⑤
总体来说，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动荡和剧变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而 20 年代至 30 年代以上海

为中心的十五六年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短暂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这十五六年加上抗战结束后的四五

年，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最卓越的建树大多与上海这一中心城市有关，最富有影响力的文学史运作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一中心展

开。上海作为中心地点的这 20 年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而言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参数，这 20 年在上海发生的种种

文学现象就其影响力而论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质量参数。离开了上海这一中心地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

状貌可能会是另外一副样子；忽略了上海地缘因素，任何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完全的学术阐释都是难以想象的。 

二、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必然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既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抵，又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就历史因素而论，对上海的历史和文化深有

研究的学者曾一致认为，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化策源地”
⑥
，早在“五四”新文化兴起以前，上海就实际上充任了中国现代文明

最新潮最完备的试验场，中国现代文学尚未正式产生，上海已经为它的生息繁衍作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较为充足的准备。

沿此方向进行的现代历史运作，总是将这些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准备转化为有利于现代文学发展的条件，而且对于中国现

代文学来说，是体现了比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城市更加优越的条件。 

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含量之高可谓空前绝后，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认定不可能不带着对一定地域政治因素的考量。中国

现代政治活动的中心主要在北京、南京，特殊的时候也曾被迫娜移到别的地方，似乎就是没有驻足过上海。然而上海正是这样

一种特殊的政治区域，它虽然从未成为政治中心，可也从未远离过中心政治，几乎近代以来的任何一种政治运作都曾在这里留

下过深深的印痕。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学中心文化中心能与其政治中心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那么这个国家至少在这相应时代的

文学和文化总较多地带着自由的气息，至少传达着通向自由的更多的可能性。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正体现着这样的气

息、风貌和特质。 

上海远离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漩涡的中心北京，又拥有最集中的外国租界，这一特殊的空间位势使得它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

子心目中成了自由漂泊者栖息的港湾，勇猛奋斗者回旋的余地。特别是在 20 世纪初年，大批革命者糜集于上海，他们用刚毅的

行为和鲜活的生命铸成了上海作为革命进步知识分子生息、汇聚之地的历史光环。1901 年，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大陆最早的革

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在这里成立，同年，第一个宣传革命排斥保皇的刊物《大陆报》月刊在这里创刊；两年以后，革命团体爱国

学社在这里运作，邹容著名的《革命军》在这里发行，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苏报案”在这里爆发“当时，上海已于无形中成

为革命志士集合之地”
⑦
。这一状况与 30 年后革命文学家纷纷涌向上海的情形十分相像：此时不仅革命的知识分子将上海当作

海阔凭鱼跃的疆场，而且与倪焕之、萧涧秋这些小说人物相类似的进步文化人也热烈地向往着这里，在乡村饱尝失败的酸辛便

                                                        
⑤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论证，参见王文英、孟金蓉、朱寿桐合著的《上海文学通史》现代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⑥上海通社同人：（事物原始》见《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 1984 年版，第 1 页. 
⑦蒋慎吾：《苏报案始末》，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 1984 年版，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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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切地投奔向心中的“女佛山”—鲁迅已经认定是上海。
⑧
外国租界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上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虽然外国人

在中国建立租界本质上体现为野蛮的侵略行径，但从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外交面子出发，不得不运用外国法权来制约专制政

权对革命和进步文人的政治迫害，这对于追求自由立意奋斗的现代文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政治上的便利，而这种便利是其他

地方尤其是北京、南京等政治中心所没有的。租界内的法权确实给专制政府的政治迫害带来了诸多掣肘。例如邹容《革命军》

事发，清政府想缉拿革命党人，江督魏光煮因事关洋场，不得不十分“详慎”，嘱令手下：“设法妥商，使外人允我查拿，不致

使其远甩。”租界内的外国领事起初果然不允，后来才同意有条件地惩办革命党人：“如果租界之案在租界审办，尚可酌行。”
⑨
虽

然没有很多证据证明租界内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文人得到了某种保护而免于历届专制政府的迫害，不过更多的事实却在说明，

越来越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文人在 20 世纪从纪元年代到 30 年代选择了上海，其中借助于租界文场与反动统治政权周旋的

各个时段都大有人在。 

与上海的政治状况形成某种对比，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北京却一直置于比较强力的政治压迫之下。新文化运动不仅引起复

古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而且也招致官方的种种压力。文化革命主将陈独秀不得不于“五四”爆发之前就离开了北京大学文科

学长的位置，在被捕释放之后决然南归，将《新青年》编辑部又搬回了上海。敏感于北京的政治压力，同时“向往”于上海的

租界环境，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甚至愤激地提出过“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去，不受政府控制”。
⑩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 20年

代中期，军阀之间的征讨杀伐使得北京的政治状况更如雪上加霜，政治迫害升级为血腥屠杀，带着“赤化通敌”的罪名，著名

文化人邵飘萍和林白水先后在北京遭到杀戮，《世界日报》的老板成舍我遭到逮捕。血色恐怖催促着北京大部分文人南移上海的

脚步，同时也彻底葬送了北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心的资格。 

上海特殊的政治地位还体现在，作为政治空间概念的上海又绝非那种天高皇帝远的边缘城市，它不仅在经济、文化上有辐

射全国、影响内地的中心位势，而且比邻当时政治中心的南京，南京的政治运作往往会依靠上海的地缘优势和旺盛人气。南京

的达官显贵、绅董巨贾无不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立足之地或者将自己的势力触角伸向上海。上海这种特殊的政治空间意义对于现

代文化人和现代文学家而言显然比政治中心的南京更为优越，它不像国民党政府首都那样有着严整的政治控制。在三教九流横

行、东南西北杂陈、泥土沙砾棍合、天龙地蛇争滩的上海，国民党政府那一套政治控制机制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导致各种政

治势力和文化势力有可能借此与南京政治力量作周旋乃至抗衡，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派力量实际上都将上海当作政治、文化的

缓冲地带。这样的空间条件适合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发育，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 

如果说与北京、南京两个政治中心相错位的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上海必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点，那么，近代以

来上海在全国经济活动中的领先地位则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必然性。便利的自然环境，开放的自由体制，巨大而富饶的经济腹

地长江三角洲，这些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使得上海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最发达、产业最繁荣的城市。特别是在现代工业文

明的意义上，上海也走在对外开放最前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市民社会迅速发达直接刺激了现代文学的消

费需求。在全国率先进人近代化和现代化社会体制的上海，拥有最为庞大的近现代市民社会，在商业化、市民化运行模式中摸

索新的发展路向的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这里找到了最适合的栖息地。这其实也是经济中心的上海成为文学中心的潜在的决定

性因素。 

造成这种必然性的显性决定因素主要在于，直接面对文化市场的大众传媒机制在文化消费市场的刺激和现代工业文明的促

动下率先发展，使得上海的印刷、出版、发行和信息传送业务不仅成为中国的龙头老大，而且成为辐射包括北京、南京在内的

全国各地的名副其实的中心。以电信和新闻传送业为例，中国第一条通往外国的海底通信电缆，是 1883 年由英国大东电报公司

从香港延伸到昊淞，接通了上海与香港和国外的信息通道；1884 年 12 月，中国国内第一条陆地电信电缆线开通，乃是从上海连

接到天津，即使北京要往外发消息，也须赶到天津辗转发送。
11
1931 年，上海航空新闻社成立，这也是中国第一家通过航空运送

新闻的业务单位。这些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通信运输工业的发展，为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⑧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49 页。 
⑨蒋慎吾：《苏报案始末》，《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 75 页。 
⑩沈尹歇：《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 
11见《上海研究资料》，第 3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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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直接促成上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应是上海独特而充足的文化条件。上海确实比其他城市更具备促进现代文学

发展的文化传统。与上海率先发展的工业文明相联系的文化产业的兴盛及其所显示的绝对优势，是上海成为全国现代文学中心

的物质保证。 

诚如前人所说，上海是现代文化策源地，其文化传统非常符合现代文明的品质要求。虽然人们极愿意将上海的文化传统上

溯到战国时代的春申君风采，可一般认为可考的上海文化源流约在宋高宗南逃时的基本风貌。那是一种缺乏厚重定力的传统，

反映着一种灵活机变以求生存的社会心理，开放和创新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很容易得到鼓励。其实清代的朝廷就已经注意到上

海文化的这一特征，于是它将不得不做的西学试验都尽可能安排到上海。1863 年，李鸿章经奏请而设立的广方言馆就置于上海，

这是一所以西洋科学和外国语文为主修的西学学堂。维新派也很看重上海这一地盘，文廷式、康有为、梁启超主办的强学会便

迅速在上海设立分会，或作策应的机构，或作退避的处所。上海处在外来文化冲击的要冲当口，因而其现代文明设施和现代文

化机构的建立总是最早最快最多。例如它的公立图书馆制度建立最早，上海图书馆成立于 1849 年，直至 1913 年由公共租界工

部局接受为公众图书馆（Publi。Libraryof5.M.C.），俗称洋文书院。上海的报纸业与其他地方相比也同样远远超前，不仅像《申

报》、《民报》、《文汇报》、《时事新报》、《新闻报》等新老华文报纸面向全国各领风骚，最早的晚报—《夜报》也于 1882 年在上

海问世，虽然是作为《字林沪报》夕刊出版的，但从上海人现今对晚报的俗称
12
可以推知它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这种文化传统和文化条件与高速发展的现代工业相结合，便形成上海无与伦比的文化产业优势。与现代文学联系最为紧密

的文化产业当然是图书出版业和杂志印刷业，而它们的中心始终在上海。为了说明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发行中心的举足

轻重的地位，谨从阿英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所列这一时段的创作、翻译作品目录中作一粗概的统计，列成

下表： 

 

阿英约收录有 600 多种创作、翻译书籍，其中 80%由上述主要出版机构出版。上述统计表反映的是出版（阿英所收录的）15

种书籍以上的较大规模的文学出版机构情况，出版到 10 种以下的如新月书店、未名社、北大出版部、晨报社等未列人。在进人

视野的 9家出版机构中，只有一家北新书局属于北平，其余 8家都在上海；就所统计到的文学书籍出版量而言，82%以上出自上

海的书局。 

从杂志的发行方面考察，上海也依然占据着这种举足轻重的中心位置。据 1933 年生活书店编印的《全国定期刊物一览》第

5号，以及《现代书局经售全国定期刊物表》8月号统计，全国当月刊物合计有 247 种，其出版发行地点及其分布是： 

 

上海独占量超过了总数的 72%，其他 9 个城市加起来才占 28%不到。论者分析原因说：“因为在全国中它（指上海—引者）

是最拥有多量的印刷工具者；又是对内对外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口岸，故输人纸张等原料便利低廉，而印成的东西更容易分送到

                                                        
12上海人今天仍然习惯于将“晚报”（如他们最喜欢的《新民晚报》）称为“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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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去。再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因为上述两种缘故的绵延，使上海出的杂志都带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的，于是尊重了上

海出版物的地位。”
13
 

三、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意义 

然而，从地缘意义上确认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并不能给注重地域文化与乡土文学的人们提供多少特别新异

的话题，因为，诚如前文所引，当年对上海经济文化颇有研究的专家已明确认定，“上海的杂志都带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的”，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基本意义也在于此：它体现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生态，代表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

的发展路向，反映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基质，与上海的地缘因素密切相关，但大大超越了上海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学

的范畴，成为带有普遍性的和主流品质的文学现象。 

关于现代文学的主体生态，郁达夫等现代著名作家有过精辟的论述，认为是从书斋庙堂走到稠人广众之间。从地缘空间意

义上说，这稠人广众并不专指散居在村镇山野的农夫百姓，而主要是指汇集在都市里的市井民众。社会学的一般知识告诉我们，

“城市化迅速实现”是现代化的基本标志
14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城市中心化：“人口比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

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
15
落实到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运作方面，则以现代都市为中心、以市民读者为主体，正是其走向现代并

体现现代品质的基本表征。上海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都市化的典型代表，它所显示出的现代都市文明的种种现象和特征，

不应当仅仅被视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异数”和“另类”，而更应被看作是中国社会都市化的集中表现，反映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

某种必然性。从社会的现代化来观察，上海作为典型的都市化成果在一定时段内必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从文学的现代

性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以典型地都市化的上海为中心也是一种必然。因此，处在走向并体现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

中的上海，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其地缘意义远远超过其地域意义，这段时间上海发生的种种文学现

象，与其说是海派文学研究的当然对象，还不如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内容。 

在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笔下，上海是作为特定的现代社会生活场景出现的，不过每每在这时候他们都似乎没有多明确的上

海地域意识，像海派文学研究者极愿意看到的那种，甚至在他们下意识中的上海其实都是中国现代都市的代表，是中国现代社

会生活必然场景的象征。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描述：“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茅盾在《子夜》里刻画：高大的

楼群像是朝着坐在汽车里的吴老太爷逼压过来。在进行这番描述和刻画时，他们意念中突出地试图表述的显然不是地域或地理

意义上的上海，而是中国现代都市生活印象，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生硬的暗影。无名氏在《无名书稿》中描写主人公印蒂出人于

各种豪华的舞厅、洋气的酒吧、颓废的画室、高耸的公寓、富丽的游艇，这一切大多膺置于上海，可作者一般都不对上海这一

地域名称作特别的强调。在作家看来，这一切建筑，一切景物，一切的声色情调，“只是一个彻底的现代”，至于这个现代场景

是否叫做上海，显然并不重要。上海作为地域概念在这些作家的心目中早已引退为一种背景式的场所，而作为社会生活形态的

文化概念才是现实的、有意义的。读者从这些作家笔下读到的上海，其实也并不真的是拥有外滩、租界、霞飞路和徐家汇的这

一特定地域，而是现代中国都市文明的影像，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的呻唤与叹息。 

上海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对这一特定生活资源的开掘和表现，构成了一

道充满着现代社会气息、活力与无奈的文学风景线。这道都市风景线不仅仅属于都市，更不仅仅属于上海，而是属于现代中国、

属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甚至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核心价值层面。上海的民族工业和买办工业在全国现代经济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这不仅使得《子夜》这样的巨著只能以上海为对象，而且，有关工人阶级的生活也须集中在这一带取材。于是我

们看到，不仅是热衷于都会主义的新感觉派将他们的目光锁定在上海生活场景，即使是普罗文学家，也常常以上海为场景或背

景进行写作。上海畸形发展的纸醉金迷社会投射到《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花厅夫人》这样的作品中，让人们清晰地看出了上

层的奢靡与现代的颓丧，上海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的人生样态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充满了灰暗而引人人胜的基色，包括《上海屋檐

下》、《夜上海》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心灵的灰暗与挣脱的希冀，包括电影《丽人行》、《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所反映

                                                        
13胡道静：《1933 年的上海杂志界》，《上海研究资料》，第 399 页。 
14詹姆斯·奥康内尔：《现代化的概念》，[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 页。 
15见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第 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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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末路文人和小人物生活的灰暗与悲哀，当然也包括张爱玲、钱钟书笔下流离的新旧人物精神的灰暗与苍凉。 

根本无法用列举的办法证明，以上海生活为场景、背景与资源的作品构成了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特别是在 20 世

纪 30 年代，我们似乎只能分析，究竟有哪些作品与上海的都市场景、背景和生活资源没有任何显在的或潜隐的联系。在相当一

段时间内，中国现代作家几乎忘却了都市上海以外的世界。巴金 20 年代末写爱情三部曲，写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全

是以上海为基本场景或背景。随着思想的某种改变，也随着对上海生活想象的逐渐匾乏，他一度陷人了无从写作的苦闷之中。

直到有一天，大哥的身影使他联想起了故家的生活，才就此“挖开了记忆的坟基”，如泉的笔下奔涌出了湍湍“激流”。激流三

部曲虽然写的是老远的川中故事，却仍然潜隐着上海都市的背景：“激流”涌向的地方固然是上海，作家对于故乡生活的审读也

已不可能采用故乡的视角，而显然是都市的视角。20 年代初鲁迅定义乡土文学时所用的“胸臆”一词正可解释为这种都市视角，

虽然他所指的都市局限在北平，可那时确有一批以上海为立足点的乡土文学家，至 20 年代中后期至 30 年代，立足于上海的则

已完全占据了主流。 

既然现代社会以城市为中心，中国现代最发达最典型的城市又无疑是上海，那么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的中心必然在上海，于

是以上海为场景、背景或生活资源甚至是审视角度的作品，无论是在作家的心目中还是在文学史的价值观上，就不应只是具有

海派文学或者是上海地域文学的意义，而更主要的是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特定的生

息状态。 

中国现代文学以上海都市为中心的生息状态还包含着它走向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市场迅速普泛

化，其运作方式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以至于将精神创造物也列人一般商品的范畴。因而现代文学比起古典文

学来，其商品属性特别明显。中国现代文学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发展中进人了意识形态化的运转，激烈而急切的意识形态要求大

大掩盖了这一本质属性。随着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逐渐引退，作品的市场化运作已经进人比较有序的状态.，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市场化发展路向的基础当然是从现代化开发最早的上海开始夯实的，活跃在近代以后的通俗文学在这方

面功不可没。上海自从变为“洋场”之后，各种近代产业发展迅速，催生并培育了由工人、职员为主体的市民社会，这一因应

近代工商业要求而受过粗浅教育的市民社会的兴起，刺激起了文化消费的社会行为，于是最能适应这种消费要求的各种谐文、

花史、野史、梨园志、徘优传等类的游戏文章应运而生，它们构成了上海通俗文学的直接源头。随后，以报纸副刊和各种杂志、

书籍为载体的通俗文学开始有秩序、有系统、有款有形地进人市场运作。这种运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不容低估。正如李

欧梵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所分析的那样：“在 1917 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 20 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现代化的‘大众文

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
16
同时也为新文学家走上职业化的道路准备了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

它寓含着中国现代文学在市场化运作的基本模式和应有路向。今天的文学运行现实已经证明：一百多年前开始形成的上海模式

将在中国的文化市场发育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两个时段，都是中国政治运作处于非强势状态的时期。当政治运作真正进人强势话语的时候，

上海就必然退出其中心位置。这样的退出就中国政治方面而言自有其深刻的意义，然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则常常意味着

某种挫折。上海从来不是凭依着政治强势及其吸引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而是以其相对现代化的社会生态和符合现代性

的运行模态自然取得了这样的中心位势，因而这一中心意义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基质，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学自然

质地、基础形态和发展模式的自然呈现。 

                                                        
16〔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08 页. 


